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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忠

编者按 赵国忠先生，1932 年生，浙江温州人。1956 年毕业于北京大

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阿拉伯语专业。曾供职于外交部驻埃及大使馆。1991 年

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1992 年被聘为研究员，同年担任西

亚非洲研究所所长、《西亚非洲》主编。赵国忠先生长期担任中国中东学会

会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

级研究员。赵国忠先生在中东战争、中东国际关系等研究领域成果卓著，

编著了《亚非风云录》 《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 《八十年代中东内幕》，

此外，还担任《简明西亚北非 ( 中东) 百科全书》的主编。近年来，赵国

忠先生仍致力中东问题的研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 《列国志》编委，负

责 17 个亚非国家卷的审定工作。同时，还担任 《东方文化集成》西亚北非

编的主编。本刊特邀赵国忠先生撰文介绍其治学经历与经验，旨在为我国

的中东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我于 1932 年 12 月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我父亲家境贫寒，学徒出身，

后随我大舅父经商，生活逐渐富裕。温州是一个鱼米之乡，但三面靠山，

交通不便，与外界联系只有海路。我上小学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飞

机对温州狂轰滥炸，从海上登陆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我家曾三次逃到乡

下避难，深感国力弱小就会受强人欺侮。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后我进入

瓯海中学学习。初中毕业后，我父亲送我去上海私立南洋模范中学高中学

习。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1950 年 4 月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又

被选为学生会学习部长。在高中阶段，我的数理化成绩都在 95 分以上，成

绩最差的是英语，一般都是 60 多分。

1951 年 7 月，我高中毕业后响应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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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军干校。1952 年 2 月，我从华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中南军

区司令部二处工作。工作不久，处里组织强化英语学习，准备派我们去朝

鲜担任审俘翻译，但过了一个月又说翻译人员已够了，要我们脱产进行高

考复习，准备考大学。1952 年 12 月，我被保送进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

学习阿拉伯语，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的爱好和特长是数理化，但参军表

明我已放弃了个人的一切。现在组织上安排我上大学，不论学什么，都是

十分难得的机会，我一定要努力学好。我们的学习目的很明确，就是毕业

后回原单位从事阿拉伯国家的研究工作。过去学习阿拉伯语大多都是回族，

其目的是为了读懂 《古兰经》等伊斯兰教经典著作。而 1951 级 21 名学生

中，回族只有 4 人，我们 1952 级 5 人都是汉族。1951 级、1952 级除 12 人

外，都是来自军队的调干学生。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最早培养的一批

阿拉伯语干部。当时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是季羡林先生。季先生是一位精

通梵文等东方语言的著名学者，治学严谨、要求严格，但生活朴实，平易

近人。阿拉伯语教研室主任是马坚教授，是一位 《古兰经》的汉译专家和

阿拉伯语言、文化方面的研究权威。教师有刘麟瑞、王世清、杨有漪和马

金鹏，他们都曾多年留学埃及爱兹哈尔大学，阿拉伯语水平很高。除阿拉

伯语主课外，给我们上课的还有王铁崖、高名凯和周一良等著名学者。

一 在总参二部从事中东研究

阿拉伯语的学习确定了我一生要从事阿拉伯语的翻译和中东问题的研

究工作。1956 年 7 月，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总参谋部第二部，被任命

为主管中东情况的参谋。在此之前，我部尚没有人管中东，非洲更是未被

提上议事日程。上班没有几天，就发生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

收归国有，中东局势突然紧张。当时我们处主管英、法的老参谋对形势做

出的判断是，英、法在地中海集结兵力主要是对埃及施加军事压力，战争

打不起来。于是，我们组长陪同部长参加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去

了。苏伊士运河战争于 10 月 29 日爆发后，我毫无思想准备，也不知道如何

开展工作。于是处里指定一位主管巴基斯坦的老参谋协助我掌握战况的发

展。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央要了解战况，我们手头无资料可以提供，只好

找了一张一百万分之一的英文航空图，蒙上一张玻璃纸，用红笔标上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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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进攻苏伊士运河区的路线，急忙派人送到 “中南海”。这件事对我影

响太深了，使我认识到我们的工作是直接为党中央和军委总参领导服务，

责任重大，只能干好，绝不能有丝毫懈怠。

1958 年，总参首长要了解巴勒斯坦问题，处领导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

要我搜集资料写出一份汇报稿给他。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到图书馆找资料，

总算写出一份初稿，但由于当时资料很少，只是对巴勒斯坦问题产生的背

景作了简单介绍。同年 7 月 14 日，伊拉克发生推翻哈希姆王朝的军事政变，

一位处领导批评我为什么没有对这一政变做出预报? 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

能的，从政变后发布的纲领中有 “自由、统一、社会主义”等内容并对比

我过去掌握的有关阿拉伯国家政党情况，我判断这一政变有阿拉伯复兴党

的背景。对 1962 年叙利亚政变和 1963 年伊拉克再度发生军事政变，我都及

时编写了有关材料上报。1963 年，我们组根据中东地区军事政变频发，美、

苏等大国争夺中东激烈，中东地区有可能再度爆发战争等情况，编写了一

本《西亚北非简明手册》。该手册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该地区的人文地理、

历次战争概况、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和中东各国的基本军事情况，

但对各国历史、经济和外交等重要情况，尚未涉及。

1967 年 6 月 5 日，第三次阿以战争爆发。当时正值“文革”，处里指定

组长和我等三人坚守岗位，编写和转发我国驻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等武

官处报回的材料上报中央和有关单位。1968 年，我作为 “重点人物”连续

参加部里办的两期学习班 ( 一般同志只参加一期学习班就可以了) ，学习班

结束后，我被禁止接触电报等机密材料，只能从事军事基本情况的整理。

只要部里有劳动任务，必会派我参加，我去天津小站收稻，去张北割青稞，

什么农活都干过。1969 年，我编写出版了两本介绍以色列和埃及基本军事

情况小册子。

1970 年夏，总参二部与中央调查部合并，我被作为 “反面教材”留下

工作。同年 9 月 28 日，埃及总统纳赛尔突然去世，我在五天内编写了 《纳

赛尔去世后的中东形势》，但当时我处的领导仍说我写得太慢，要我检查

“骄傲自满情绪”。不久，我又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半年。1971 年， “九一

三”事件后，我被局长指定担任中东研究组组长。1972 年，我们组编写了

《埃及、以色列军事实力及接受外国 “军援”情况》。1973 年夏，我参加解

放军总部和军事科学院有关同志共同组成的编写组，集中研究讨论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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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对中东、南亚的争夺情况”，并编写了系列材料。

1973 年 10 月 6 日，第四次阿以战争爆发。在战争爆发前两三天，我们

从国外有关方面获得埃及、叙利亚可能对以色列开战的消息，并立即做了

通报。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副主席对 “十月战争”情况极为重视，

几乎每天对照中东大比例尺地形图了解情况，找不到地名时就亲自打电话

来我部询问，有时还点名找我接电话。我们接受上两次阿以战争爆发时忙

乱的教训，早在 1970 年时就印制了一批“中东地形图”和 “中东兵要地势

图”。战争一爆发，我们就把这两幅图呈送中央、军委和总参首长，供他们

了解战况时参考。叶副主席还指示总部成立 “中东情况小组”，密切注视

“十月战争”的发展变化。我们组派出两人参加，我则两头兼顾。10 月 7 日

和 12 日，我们先后编写了《埃叙与以色列交战情况和初步看法》和 《六天

来中东战况及可能发展趋势》。13 日下午，叶副主席下达指令，要求总部写

一份“十月战争”战况、作战特点和发展前景的分析报告，在第二天一早

交给他。于是，总参作战部李副部长当晚在作战室主持召开紧急研讨会，

我部派我一人参加。与会人员一致推选由我全文执笔，大家一边热烈讨论，

我一边做摘要记录并开始编写，心情十分紧张。到第二天凌晨 3 时许，我总

算写完最后部分，题目定为“阿以战争简况及发展前景”。时隔不久，有同

志告诉我上报的材料受到叶副主席的表扬，说写得不错。我很高兴，总算

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在 “十月战争”期间，我还参加叶副主席在军事

科学院寓所召开的小型会议，我部派我一人参加，并被安排坐在叶副主席

的身旁，随时解答叶副主席提出的问题，如苏伊士运河基本情况 ( 我带去

一张大比例运河图) 、埃军是如何突破“巴列夫防线”沙堤的? 双方坦克战

情况等。叶副主席指示我们要重点研究 “十月战争”的作战特点，现代化

兵器的运用及对我军现代化建设有何启示? 10 月 25 日，由我执笔撰写了

《对阿以双方接受停火决议的初步看法》。从 “十月战争”爆发到 10 月 24

日双方接受停火决议整整打了 18 天，我日夜加班、疲劳不堪，如果战争再

持续下去，我的身体可就支撑不住了。

阿以“十月战争”停火后，我们“中东情况小组”继续搜集各方资料，

研究并编写了《对第四次阿以战争的初步研究》 ( 单行本) 、《第四次阿以战

争的作战特点》 ( 单行本) 等材料，并于 11 月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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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使馆武官处从事中东情况调研

1975 年 11 月，我被任命为驻埃及大使馆副武官，并曾三度代理武官，

到 1981 年 12 月离任，我在埃及工作了约 6 年。在武官处，我主要负责调研

工作，密切注视中东局势的发展变化、埃及和周边国家的政局变化以及中

东地区的军事情况，用电报向国内报告所获得的重要动态情况和用书面向

国内送去所整理的基本情况。我每天花 3 ～ 4 小时阅读埃及发行的 《金字塔

报》《共和国报》《消息报》等阿拉伯文报刊，并将重要情况进行分类摘记，

将基本情况剪下分类存放。在埃及从事调研工作，不懂阿拉伯语几乎是不可

能的，因为英文报刊的内容大多摘自阿文资料。1980 年，我根据多年积累的

公开资料和外交活动所获情况整理编写了一份《以色列军情》 ( 约 5 万字) ，

受到姚广大使的表扬。1981 年 10 月 6 日，我作为代理武官参加埃及“十月革

命节”阅兵，目睹了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的全过程。我立即赶回使馆将我观

察到的情况起草成文，刘春大使审阅后很满意，决定以使馆名义发外交部并

总参。这是使馆发回国内的第一份有关萨达特遇刺情况的报告。连续几天，

我积极参加各项外事活动，与其他国家外交官讨论这一问题，并到开罗报摊

上搜购我们没有订的《最后一点钟》《图画周刊》等外文报刊，阅读各种报道

和评论，并将我获得的重要情况及时报回国内。在使馆工作能就地获得大量

的信息，根据自己需要了解的重要问题有选择地拜访有关武官或其他外交官，

或通过各种招待会、宴请活动主动找人了解情况，但首先是自己对情况本身

要非常熟悉，在交谈中也要主动向对方谈一些情况和看法，不能尽是向对方

提问题、要看法，否则是了解不到情况的。

三 回国后继续从事中东调研工作

1981 年底，我从埃及回国后仍担任中东研究组组长。当时两伊战争爆

发不久，我组的主要调研任务是密切关注两伊战争的发展变化，及时编写

综合性的研究报告。如 1982 年写的《从胡齐斯坦之战看两伊战争的发展趋

势》; 1985 年写的《从两伊战争的发展看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形势》; 1986 年

写的《两伊战争交战双方的作战特点》和 1987 年写的 《从美国护航看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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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局势发展》等综合分析性的情况报告。由于我们组在 1981 年 9 月两

伊战争爆发至 1988 年 8 月实现停火期间撰写了大量情况通报和综合分析报

告，紧密配合我国在海湾地区的航运和商贸工作，受到上级领导的好评，

我们组的副组长荣立“三等功”。

1982 年 6 月爆发以色列侵略黎巴嫩的战争，我们组先后编写了 《以色

列大举入侵黎巴嫩的目的和影响》、《以色列侵黎战争的作战特点》和 《巴

解撤出贝鲁特后趋向和黎巴嫩局势》等一批调研材料。1983 年，我们组又

撰写了《从以色列侵黎战争看现代战争的几个问题》和 《黎以签订撤军协

议及黎巴嫩局势的前景》等材料。1985 年，我们组还翻译了 《加利利行

动———以色列与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战争》 ( 约 15 万字) 。1985 年 5 月，总

参首长要了解电子战情况，我当晚连夜写出 《电子战在中东战争中的运

用》，重点写贝卡上空的电子战，以色列用几架飞机的损失击落叙利亚战斗

机 80 余架，并摧毁叙军 17 个防空导弹连，其中以色列 E －2C “鹰眼”式预

警机起了重大作用 ( 当时我国没有预警机) ，这份材料受到了领导好评。现

在看来，当时总参领导已开始关注 “预警机”问题了。

1986 年，我担任亚非研究组组长。同年 3 月 24 日和 4 月 15 日，美国接

连向利比亚发动了两次突然空袭，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此前，我们组于 1

月写了《美国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威胁的原因及发展趋势》，3 月 25 日，也就

是空袭的第二天，我们写了 《对美、利在锡尔特湾发生军事冲突的初步看

法》，接着又编写了《美、利军事冲突的作战特点》。此后又编写了 《对美、

利军事冲突发展前景的看法》和《美空军远程奔袭利比亚的作战特点》。我

们紧跟形势的发展，对美国的军事意图、作战特点及冲突的发展前景做了

比较准确的判断，因此受到总参首长的好评，其中有两篇文章获部 “优秀

成果”奖。

1982 年，我被聘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政治讲座教员。1982 年至 1986

年，每两年一期为地、厅级领导干部学员作中东地区形势报告，讲稿被刊

登在《国际政治讲座》 ( 求实出版社出版) 上。此外，我还为北京大学东语

系、中国人民大学国政系做过中东形势的报告。

1987 年，我兼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 ( 后更名中国国际战略学会)

高级研究员、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和黄河大学 ( 后并入郑州大学)

美国研究所教授，为上述两校的研究生讲授 《阿以问题和中东和谈》《两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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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和海湾局势》等课程。1989 年，我和组里同志编写出版了 《八十年代

中东内幕》，对中东地区发生的战争和军事冲突、伊斯兰复兴运动、恐怖活

动、美苏对中东的政策和中东的风云人物都做了简要的回顾与分析。

我在总参二部从事中东研究，有以下五点体会。

( 1) 我们工作的服务对象是中央、军委、总参领导和中央有关部门，

责任重大。要根据领导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编写和通报中东的情

况。如果领导需要了解中东的有关情况，你无法提供，这就是失职; 如果

领导当时不需要，你不断通报中东的大量情况，这是干扰。所以，了解领

导意图十分重要。

对所写的情报要求是: 情况准确、文字简练、判断准确、时效性强，

并争取对重大情况的发生有预报。其中最难的是对情况的判断和发展前景

的估计，这涉及所搜集到的情况多寡和质量，并要防止被假情报所迷惑。

( 2) 对情报整编参谋的要求是: 责任心强、认真细致、熟悉情况、写

作快捷、精力充沛。部、处领导要求参谋成为 “情况通” “活字典”: 领导

要什么，你能拿出来; 问什么，你能回答。因此，我工作中的大部分时间

是阅读各方面报来的情报资料，并争取时间阅读中东历史 ( 特别是近现代

史) 、政治 ( 特别是政党和重要人物) 、宗教 ( 特别是伊斯兰教) 和民族

( 特别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方面的资料，对中东的军事情况不仅要全面了

解而且要熟记。由于中东地区战争、军事冲突和政变时有发生，领导要求

参谋能迅速地写出通报，所以经常加班加点、日夜突击。例如，如果下午

获得某国发生政变，当晚通宵要写出一份初步看法的通报。这就要求平时

要掌握大量的相关历史、政治和军队情况。

( 3) 所写的通报、综合研究报告都是不具名的，没有个人的看法，只

有军情部门的看法。参谋所写的一般通报经组长审改后，交处长批发，重

要情况的综合通报，要由部领导批发。个人的看法只有经领导同意后才成

为单位的看法。我写的通报并不代表我个人的看法，我即使不同意领导的

看法，也要按领导的意图去写。因为我们写的情况分析材料代表军情部门

的看法。

( 4) 我的研究分析方法是在大学里学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特别是毛主席的“两论” ( 《实践论》和《矛盾论》) 。我没有学过西方

国家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对中东局势的分析主要运用根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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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

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对情报资料的判断主要运用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等方法。首先要注意情报“三要素” ( 何时、何地和

何事) ，判断真假情报不仅要靠已掌握的情况和经验，还要靠正确的方法。

( 5) 在中东问题研究中，我特别重视资料的搜集、分类和整理。我阅

读绝密电报时将文字打乱进行分类摘记; 阅读 《参考资料》和外文剪报资

料时都用红笔将我所需的情况画线，并剪下进行分类存放。我每天都将重

要情况进行摘记，单靠记忆是不行的。1964 年，我部情整部门还召开会议，

让我向情整参谋介绍我是如何搜集、分类和使用情报资料的。1985 年，我

所编写的《中东大事记》获部“工作文书”评比二等奖。

四 在社科院的中东研究

1991 年 1 月，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任副所长，主管

中东地区的研究工作。1992 年 4 月，葛佶同志退休后我又接任所长，直到

1998 年 10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我国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东

学科和非洲学科为两个二级学科。中东政治、中东经济为三级学科。我过

去的研究偏重中东形势、政局 ( 政变) 、中东战争和武装冲突，即主要从事

动态研究。而现在要从事中东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民族、宗教和国

际关系研究，也就是以基础学术研究为主，还要考虑中东学科建设，制定

较为长期的重要研究项目规划。这些都是我过去不熟悉的，要重新学习。

写作方法也变化了，过去要求观点明确，文字简练，不要注释，不需注明

材料来源，而且写作速度要快，分秒必争。现在进行学术研究要引经据典，

不仅观点明确，而且要论据充分，要引用各种材料，对写作时效性则没有

明确要求。这就要求我要阅读有关上述内容的中外文书籍和工具书，研究

范围比过去扩大了。

1988 年，我被葛佶所长聘为特约研究员。1990 年 8 月 2 日，伊拉克入

侵科威特，海湾地区形势骤趋紧张。李慎之副院长亲自来所主持召开海湾

地区形势研讨会。葛佶所长邀我写一篇调研报告，我就写了一篇题为 “美

伊战争难以避免”的文章，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 ( 《国际问题》，

1990 年 8 月 29 日) 上。当时我国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认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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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一种认为打不起来。我的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篇认为美国必然

会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的文章，因而被评为所 “优秀成果一等奖”。此

后，西亚非洲所的其他同志也写了五六篇有关海湾局势的文章。与此同时，

我和陈公元副所长还应邀到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作 “海湾地区军事和政治

形势”的报告。1992 年，我担任所长后，为了加强对中东非洲地区形势的

研究，建议办一份不定期出版的调研材料，就中东和非洲地区发生的重大

事件和重要问题提出看法和政策建议，供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和我院领导及

有关研究所参考，并从时效性上弥补 《西亚非洲》双月刊的不足。该刊定

名为《西亚非洲调研》，由我兼任主编。自 1992 年 9 月出刊至 2000 年 7 月

停刊，共出版了 101 期。

1991 年，我与所里其他同事申请中华社科基金项目 “海湾战争后的中

东格局”，并获批准。该项目已于 1995 年完成，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此后，我着手组织撰写《简明西亚北非 ( 中东) 百科全书》 ( 中国社

科院重点研究课题) ，在全国有关中东科研所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该书

于 1998 年完稿，2000 年 12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8 年 1 月，

我和所党委书记温伯友、副所长杨光 ( 研究员，后任所长) 担任 《中东非

洲年度发展报告》 ( 社科院重点研究课题) 主编，每年一本，到 2001 年我

退休后卸职。与此同时，我们三人还着手西亚非洲国家 《列国志》的筹划

工作。1991 年 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召开的

《列国志》立项会议上，我所起草的《列国志》编写大纲被与会同志和出版

社采纳，即全书确定为国土与人民、简史、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体

和对外关系七章，每章又分为若干节。

1992 年 10 月，我应邀参加在美国波特兰召开的 “北美中东学会”第

26 届年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论文 《中国—以色列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 英文) 。1994 年 9 月，我应邀参加在日本东京召开的 “日本中东学会第 9

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发表论文《中国中东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 英文) ，

被刊登在《日本中东学会年报》 ( JAMES) 1994 年 9 期。2000 年 2 月，我

应邀参加沙特阿拉伯国民卫队在利雅得召开的 “‘东方与伊斯兰’国际学术

讨论会”，发表论文《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和文化关系》 ( 阿拉伯文) ，

被沙特阿拉伯《中东日报》于 2000 年 2 月 8 日全文刊登。在利雅得开会期

间，我阅读当地有关阿文报刊并进行摘记，回国撰写了一篇 《沙特家族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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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模式》，发表在《西亚非洲》2000 年第 4 期。

五 退休后仍继续从事中东研究工作

2000 年 12 月，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时年 68 岁。我退休后的一

项主要任务是展开中东 《列国志》的审稿工作。2002 年 8 月，中国社会科

学院成立《列国志》编辑委员会，由陈佳贵副院长任主任，我所的温伯友、

杨光和我任编委。《列国志》当时计划编写 150 多本，我所承担 56 本，约

占 1 /3，该项目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A 类重大课题，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负

责出版。经我审改、定稿的有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2003) 、《科威特》

( 2004) 、《伊朗》 ( 2005) 、《埃及》 ( 2005) 、《约旦》 ( 2006) 、《阿富汗》

( 2007) 、《黎巴嫩》 ( 2007) 、《伊拉克》 ( 2007) 、《苏丹》 ( 2008) 、《叙利

亚》 ( 2008) 、《巴林》 ( 2009) 、《卡塔尔》 ( 2009) 、《也门》 ( 2009) 、《阿

曼》 ( 2010) 、《塞浦路斯》 ( 2011) 、《沙特阿拉伯》 ( 2011 ) 和 《巴勒斯

坦》 ( 2010) 。至此，我的审稿工作宣告完成。《列国志》书稿要求质量高、

出精品，按照编写大纲要求，资料要新、内容要全、论述要得当，还要有

可读性。我在审稿过程中，除对书稿总体把关外，还要对重要情况进行核

实，并补充我所掌握的最新情况和资料。军事部分，除提供新资料，我修

改也比较多，有的国家的军事部分几乎大部分改写，为此我花费了大量时

间和精力。

退休后另一项重要任务是 《东方文化集成》的审稿工作。《东方文化集

成》由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担任主编，他指定我担任编委兼西亚北非文化

编主编，经我审定的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纲》 ( 2001) 、《中阿关系史》

( 2001) 、《现代伊斯兰主义》 ( 1998) 、《简明伊斯兰史》 ( 2001) 、《阿拉伯

现代文学史》 ( 2004) 、《阿拉伯电影史》 ( 2010) 和 《阿拉伯古代文学史》

( 2015) 等。由于年事已高，从 2016 年 1 月起，我已主动辞去这一职务。

退休后，我还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院

校研究生的论文评阅和答辩，初步统计评阅博士学位论文约 15 篇、硕士学

位论文 20 余篇。博士学位论文少则 14 万字，多则 24 万字，与专著不相上

下。我还为西亚非洲所的优秀成果进行评阅和打分，其中有专著、研究报

告和论文，共约 20 部 ( 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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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我为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讲授 “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国家概况”

( 一学期) ，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讲授 “中东问题概论” ( 10 讲) 。2010

年至 2015 年，我还为总参离退休干部每年做一次中东形势报告，并写出讲

稿，计有《巴勒斯坦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 2010) 、《北非政局突变及发展》

( 2011) 、《当前叙利亚局势和大国政策》 ( 2012) 、《伊朗核问题及其发展趋

势》 ( 2013) 、《当前中东形势发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 2014) 和 《一年来

中东形势的发展变化》 ( 2015) 。2016 年，由于年事已高，我已不再承担上

述评阅和讲课任务。

此外，我还应邀写了几篇文章，其中篇幅较长的有: 《新中国成立后的

中阿文化交流与合作》、《论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存在》 ( 2006) 、《21

世纪中阿文化交流与合作》 ( 2009) 、《我经历的中东研究 60 年》、《中阿军

事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 2014 ) 和 《中阿军事友好关系 60 年的发展历程》

( 2016) 。

六 对未来中东研究的一些看法

( 1) 中东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油气资源极为丰富，其石油储藏量

约占世界的 2 /3，它历来是西方大国争夺的重要地区。自二战以来，这一地

区已爆发四次中东 ( 阿以) 战争，两次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1991 年海

湾战争，2001 年阿富汗战争和 2003 年伊拉克战争。2011 年 “茉莉花革命”

爆发后，中东一些国家政局动荡、政权更迭，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利

比亚的内战至今仍在进行，以“伊斯兰国” ( IS) 为代表的恐怖势力活动猖

獗，其影响已扩及全球。中东地区民族矛盾、宗教教派冲突时有发生，巴

勒斯坦问题难以解决，核扩散仍是一个问题。总之，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

去研究，我国中东研究人员的任务十分艰巨。

( 2) 我国在中东地区有重大的战略利益。中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

国之一，肩负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重大责任，中国参与了中东地区许多

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致力于巴勒斯坦问题、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

和南苏丹问题等重大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维护中东地区和平和安全。中

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

家，在中东地区的维和人员有: 黎巴嫩 ( 418 人，1 个工兵营) 、苏丹 (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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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1 个工兵营) 和南苏丹 ( 700 人，1 个步兵营) 。自 2008 年 12 月起，我

国派出一支护航编队前往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现第 23 批护

航编队 ( 2 艘导弹护卫舰和 1 艘综合补给舰，约 800 人) 正在执行任务。中

国与中东地区 25 个国家 ( 含阿富汗、塞浦路斯和南苏丹) 都建立了外交关

系。2009 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贸易总额达 1300 多亿美元，2013 年

已达 3153 亿美元。中国进口石油的一半以上来自这一地区，其中 2013 年

从沙特阿拉伯进口原油 5390 万吨，从伊拉克进口 2351 万吨。中东地区位

于我国 “一带一路”的西端，是通往欧洲的必经之道，涉及我国的战略

和安全利益。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我国对

中东地区的重视必将进一步加强。因此，我们对中东问题的研究也应随之

加强。

( 3) 中东研究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国际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分为中

东地区问题研究和国别研究两大类，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

化、军事和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过去十几年，在我国中东学者的共同努

力下，已编写出版了 《简明中东百科全书》、中东 《列国志》和 《中东国

家通史》 ( 13 卷本的国别史) ，为中东基础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取得

了很大成绩。今后，我们应以深入研究中东地区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

向，基础研究应该为现实问题研究服务。我们的中东研究成果应为党和政

府的决策服务。

( 4) 为了中东研究全面深入又具创新的发展，必须造就一支政治上过

硬、业务上精通中东情况并具有综合分析能力的优秀人才队伍。中国社会

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北京大学亚非所、西北大学伊斯兰研究所 ( 1978 年更

名中东研究所) 和云南大学西南亚所的建立，中东问题研究队伍开始形成。

1982 年中国中东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中东问题研究已成规模。但是严

格而言，中东研究人员仍然太少，能称得上 “专家”的更少。我们要有研

究中东地区重大问题的专家，也要有研究中东各国 ( 国别) 问题的专家。

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的中东研究水平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 5) 我认为，中东研究人员应具备: ①熟悉并进而精通中东历史 ( 特

别是近现代史) 、政治 ( 特别是政治体制、政党和人物) 、宗教 ( 特别是伊

斯兰教和教派) 、经济和对外关系 ( 特别是与大国的关系) ; ②熟悉中东地

区重大问题，如巴勒斯坦问题、阿以关系、核扩散问题、库尔德问题、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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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恐怖主义问题，大国对中东的政策等; ③能熟练地使用英语阅读外文

资料，最好能用英语写论文，如果会一点儿阿拉伯语更好; ④有一定的综合

能力和分析水平，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 ⑤善于搜集资料、积累资料和

使用资料; ⑥要有坚持不懈、埋头苦干、认真细致的品质和团结协作精神;

⑦要去中东国家进行学习、考察或参加研讨会。

［责任编辑: 闫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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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are Career
that Strive for My Life

Zhao Guozhong

Abstract: Pof. Zhao Guozhong，born in 1931，from Wenzhou of Zhejiang
Province. He graduated from Peking University in 1956. He has worked at military
sector an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 China for thirty years. From 1992 to 2000，

he was the director of Institution of West-Asia and African Studies ( IWAAS )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and was also the chief editor of West Asia and
Africa. Meanwhile，Pof. Zhao Guozhong was the chairman of Chinese Middle East-
ern Society. At present，he is the Ｒesearcher for IWAAS，and the senior researc-
her. Pof. Zhao Guozhong has focu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in Middle
East，and published and edited many books. Such as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 Middle East) . Ｒecently，Pof. Zhao Guozhong still de-
votes himself to Middle Eastern studies. He is the editorial member of Guide to the
World States and Oriental Cultures.

Alexander the Great＇s Sarcophagus and
Tomb in Memory and Imagination

Jin Shoufu

Abstract: Shortly after Alexander the Great ＇s death，his sarcophagus and


